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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德秀在文坛上的巨大影响力及研究的严重缺乏

元德秀是盛唐时人，开元二十一年中进士，任过鲁山令等官职，执政清廉，天宝十三年因饥饿而

卒，享年五十九岁。唐代范摅《云溪友议》“琅琊忤”条载他考中进士后得到过唐玄宗的接见，曾作诗描

述过此事。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载他授职之初，参与朝廷组织的大酺活动，创作的歌辞受到了

唐玄宗的嘉奖，自此声名鹊起。当时很多的名士才俊与他结为师友或师生，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

“知己”：“广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间邢宇深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阳张茂之季

丰，守道而能断；赵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萼族子丹叔南，诚庄而文；丹族子惟岳谋道，沈远廉静；梁

国乔泽德源，昂昂有古风；宏农杨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东柳识方明，遐旷而

才：是皆慕元者也。”[1]他去世以后，李华给他写墓志铭，其他名士也积极参预，此事成为当时的社会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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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元德秀在唐代极富文学影响力，但学界对他研究极其薄弱，这与他文学作品存世寥寥有

关。基于中国古代诗与乐、诗与歌的密切联系，将他的歌辞活动放入盛唐音乐文化中来考察可以揭示其诗

史贡献。盛唐音乐繁荣带来了歌辞需求的增大，但这种繁荣主要限于上层社会及京城附近，此时文人与歌

辞创作相去甚远。在雅乐渐衰俗乐活跃的情况下，拥有极高影响力的元德秀倾力于歌辞创作，倡导通过作

品的社会内容而非语言表达等形式技巧来传达对百姓的真情实感，不但带动了唐代文人参与歌辞创作，还

为他们的歌辞创作提供了高雅的范式，元结和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明显受他影响。故考察新乐府运动时，可

以将元德秀视为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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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研究”（14BZW177）、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

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戏剧综合研究与文化生态建设”（2017ZSTD013）阶段性成果。

[1]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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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李）华尝为《鲁山令元德秀墓碑》，颜真卿书，李阳冰篆额，后人争模写之，号为‘四绝碑’。”[1]可见，

元德秀在唐代极富影响力。

人们一般会将这种社会影响力归因于他的德行。如《新唐书》将他放入“卓行”中记述；中唐名臣

房琯和苏源明对他的赞誉似乎也基于此，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知己”：“若太尉房公，可谓名卿

矣；每见鲁山，即终日叹息，谓余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尽矣！’若司业苏公，可谓贤人矣，每谓

当时名士曰：‘仆不幸生于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2]实际上，它亦与元德秀非凡的文学才华相

关。李华给他写墓志铭时，将“才”和“行”并提，《元鲁山墓碣铭（并序）》：“以才行第一，进士登科”[3]；皮

日休《七爱诗·元鲁山（德秀）》也曾如此赞誉，“吾无鲁山道，空有鲁山辞”[4]；权德舆《醉后戏赠苏九翛》

题注中言及友人“常好读元鲁山文”，劝友人要更多地阅读元德秀的文章，“劝君莫问长安路，且读鲁山

《于蒍于》”[5]。《旧唐书》就是将他归在“文苑”中记述。即便《新唐书》将他归入“卓行”一类，也是十分看

重他的文学才华。《新唐书·卓行·元德秀》：“德秀善文辞，作《蹇士赋》以自况”[6]。与他结交的社会名

流，不少就是文坛健将。除了曾撰写过《三贤论》和《鲁山令元德秀墓碑》来赞誉他的李华以外，古文运

动的另一位领军人物萧颖士，也是“尝兄事元德秀”[7]；再如大名士柳识，“浑母兄识，笃意文章，有重名

于开元、天宝间，与萧颖士、元德秀、刘迅相亚”[8]；刘方平，“二十工词赋，与元鲁山交善……工诗，多悠

远之思，陶写性灵，默会风雅，故能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区区斗筲，何足以系刘先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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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徒诗逐渐兴盛，但对于技艺精通的乐人们而言，“选诗入乐”并不是件难事，如《汉书·礼乐志第

二》：“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

歌》。”[1]在唐代，很多的诗篇被乐人选入乐曲中歌唱。如唐高宗与朝臣酬唱时所作的《白雪诗》就被太

常寺当作了《白雪》乐曲的歌辞，《旧唐书·音乐一》：“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辞。……辄取侍臣等

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各十六节，今悉教讫，并皆谐韵”[2]；如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一有

言：“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随声为长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诗，歌者取其辞，与和声相叠成音耳。予家有

《古凉州》、《伊州辞》，与今遍数相悉同，而皆绝句诗也。”[3]即便唐代以后，这种“选诗入乐”的传统也没

有中断。宋代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二载他与擅长挽歌的郭生交游时，郭生在宴会上选唱了白居

易的诗，采用的方法是“因为略改乐天寒食诗歌之”、“每句杂以散声”[4]。所以说在唐代，古已有之的诗

和歌的天然联系及两者的自由转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关于这点，可以在白居易诗中获得很

多直观的了解，如《醉戏诸妓》：“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闻歌妓唱严郎中诗，因以绝句寄

之》：“已留旧政布中和，又付新词与艳歌”，《梦得得新诗》：“集仙殿里新词到，便播笙歌作乐章”等[5]。

另外杜牧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也言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

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6]唐人习惯于将诗和歌并称，如白居易所撰

《张籍可水部员外郎制》中有“文教兴则儒行显，王泽流则歌诗作，若上以张教流泽为意，则服儒业诗

者宜稍进之”[7]；如吴融在《禅月集序》有“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8]。唐人在提及元

德秀的文学作品时，也没有对歌和诗作出什么区别，如孟郊《寄义兴小女子》言元德秀的诗作时用了

“咏”，“我咏元鲁山，胸臆流甘滋”[9]，而权德舆《醉后戏赠苏九翛》提及元德秀的歌辞《于蒍于》时，则

用了“读”，“劝君莫问长安路，且读鲁山于蒍于”[10]。所以以上四则关于元德秀参与音乐活动特别是

歌辞创作的记载，它们表面上看属于音乐活动，实际上在当时也属于诗歌一类的文学活动。所以，

在元德秀作品文本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如若将他参与的音乐和歌辞活动放入盛唐音乐文化发展的

整体背景中，结合当时的音乐发展、歌辞创作以及士人与它们的关系等作全面的考察，是可以判断

出元德秀的文学贡献的。

元德秀主要生活在盛唐时期。从现存文献来看，盛唐时期的音乐发展较之初唐大为繁荣。关于

它的繁荣，我们只要简单翻一下唐人的《教坊记》和《羯鼓录》便可知晓。盛唐不但拥有数量众多的乐

工，创作出了无数惊艳当时并流传至后世的优秀乐曲。而且朝廷设立了多处音乐机构。除了原来的

太常寺以外，增设了教坊和梨园，其中教坊还细分为内教坊与外教坊，在西京和东都有设置。导致盛

唐音乐繁荣的原因主要有这两方面：一是唐玄宗巩固王权的政治需要。唐玄宗参与了平定韦氏之乱，

使其父亲唐睿宗得以复位，后来他参与、铲除了太平公主势力，确保了李氏皇权没有旁落。在这一场

惊涛骇浪的权力博弈中，唐睿宗见识到了李隆基卓越的政治才华，先是立他为太子，后来又提前退位

于他。然而唐玄宗并不是唐睿宗的长子，最初在平定韦氏之乱时，唐睿宗也是靠联合太平公主的政治

力量才获得胜利的，据传唐睿宗和太平公主的兄妹情谊亦极好，所以无论是立李隆基为太子还是让位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2卷第1045页。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8卷第1047页。

[3]〔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0页。

[4]〔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5][7]〔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0、511、1514页，第1031页。

[6][8]〔清〕董诰等：《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55卷第4615页，第820卷第5089页。

[9]〔唐〕孟郊著、郝世峰笺注：《孟郊诗集笺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7卷第326页。

[10]〔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22卷第30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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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这些都很难说是唐睿宗的主动之举。这注定唐玄宗登基以后，会对于李氏皇族中可能威胁到他

帝位的人严防死守。为了使兄弟们不染指政权以免产生新的政治动荡，唐玄宗实施了极温和的防范

策略，那就是倡导王室成员投身于享乐活动中而不主张他们关注政务。执政之余，他会主动地邀兄弟

们一起听乐饮酒，对于喜欢音乐或擅长音乐的王族成员，还会给予特别的赏赐。《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纪二十七》“开元二年”：“或讲论赋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成器善笛，范善琵琶，与

上更奏之。……然专以衣食声色畜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

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渥。”[1]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二“语资”条：“玄宗常伺察诸王。

宁王尝夏中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2]二是唐玄宗

个人对音乐的喜好和精通。在唐玄宗之前，唐代不少帝王也是十分喜好音乐，如唐高祖、唐高宗及唐

中宗等无不是如此。有些还参与过一些音乐的创作或表演，比如唐高宗和武则天等。但是总体来说

均没有唐玄宗来得技艺精通专注投入。唐玄宗会演奏笛子、羯鼓等多种乐器，能创作新的乐曲，还会

教授乐人，他可以算得上是帝王中的顶尖级的音乐大师。他对于音乐的发展格外地关注，投入的精力

较多。《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开元二年”：“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

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

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女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3]在

他执政期间，朝廷还对太常寺里的乐曲名称作了修定，修定过了的乐曲名称高雅，《唐会要·诸乐》：

“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诸乐名。”[4]宋代钱易《南部新书》：“天宝十三载，始改金风

调《苏莫遮》为《感皇恩》。”[5]他还参与了乐曲的改造工作，比如《霓裳羽衣曲》原本是地方所献乐曲，后

来经过他的一番精心改造，便成为唐代著名的乐曲并流传后世。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卷三：“霓裳羽

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6]

在贵贱等级森严的时代，帝王喜爱音乐、精通音乐且能投身到音乐活动中，势必会引起社会的效

仿从而带来音乐的迅速繁荣。然而在盛唐前期，这种繁荣主要限于上层社会，只是在宫廷皇室、重臣

与权臣等中间活跃。亲王如宁王，《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天宝上·花上金铃》：“天宝初，宁王日侍，好声

乐，风流蕴籍，诸王弗如也”[7]；名臣如宋璟，宋代王谠《唐语林》卷五“补遗”：“虽耿介不群，亦知音乐，尤

善羯鼓”[8]；权臣如李林甫，《旧唐书·李林甫》载：“林甫京城邸第……及女乐二部”、“林甫晚年溺于声

妓，姬侍盈房”[9]；外戚如杨国忠，《旧唐书·杨国忠》：“天子幸其第，必过五家，赏赐宴乐。……阉侍歌

儿，相望于道”[10]；宠臣如安禄山，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一《忠志》：“安禄山恩宠莫比，锡

赍无数，其所赐品目有。……音声人两部。”[11]到了后来才在一般朝臣和京城附近活跃起来。《旧唐书·

玄宗上》：“（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宴百僚于花萼楼下。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

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12]；《新唐书·文艺中·孙

[1][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211 卷《唐纪二十七》第 6701、

6703页，第211卷《唐纪二十七》第6694页。

[2]〔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4页。

[4]〔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15-616页。

[5]〔宋〕钱易：《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2页。

[6]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集成》（一），〔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7][8]车吉心等：《中华野史·唐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19页，第410页。

[9][10][1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06 卷第 3241 页，第 106 卷第 3245 页，第 8 卷第

193页。

[11]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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逖》：“时海内少事，帝赐群臣十日一燕”[1]；《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天宝下·楼车载乐》：“杨国忠子弟恃后

族之贵，极于奢侈。每春游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引出，游园苑中。

长安豪民、贵族皆效之”[2]。

盛唐音乐的繁荣，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雅乐渐衰而俗乐活跃。所谓雅乐，在春秋时期也被称为古乐

或先王之乐，它主要用于祭礼和朝宴等仪式场合，朝廷用它来昭示先王圣贤们的德行以此来强化既定

的贵贱等级秩序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好达到教化民众实现治政的目的。朝廷也会对部分民间音乐

采集整理和加工，好通过它们来了解百姓生活以考察朝廷施政的效果，因而雅乐在内容题材、审美风

格和价值功能上均有鲜明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主要涉及的是与国家事务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左

传·文公七年》：“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3]；在审美风格上，它主要表现为“哀而不伤，

乐而不淫”的中和节制之美；在价值功能上，它主要服务于治国和观政之需，而非纯粹的抒情娱乐。所

以雅乐既指向今天学科意义上的音乐又不完全等同于音乐，它还涉及到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伦理道德

秩序以及人们的精神情感状况等，是一个基于音乐却又大于音乐的概念，故《论语·阳货》曰“乐云乐

云，钟鼓云乎哉”[4]，《贞观政要》卷第七《论礼乐第二十九》魏征言“乐在人和，不由音调”[5]。所谓俗乐，

在春秋时也被称为郑卫之声或新乐，它指的就是我们今天学科门类中的音乐，所关乎的是艺术审美而

不太在意伦理道德及社会政治，纯粹服务于人感官上的娱乐以及对美的追求。因而在内容题材上，它

可以与现实生活关联不大；在审美风格上，节制并不是它的终极追求，如何将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才

是它最关心的；在价值功能上，唯美是求而非唯善是求。所以，它会在乐律方面作深入的探求，在乐器

上追求新和异，在表演技法上常大胆创新而非墨守成规。

盛唐时期，雅乐已经渐为冷落。太常寺中从事雅乐表演的乐人也已经不再由朝廷专门进行选拔

和培养，而是出现了市井化的倾向。开元八年瀛州司法参军赵慎曾就此上书进谏，《唐会要·雅乐》：

“是知古之舞者，即诸侯之子孙，容服鲜丽，故得神祇降福。灵光烛坛。今之舞人，并容貌蕞陋，屠沽之

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难矣。”[6]太常寺中的乐部有了主次排序，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坐部伎，然后

是立部伎，最后才是雅部。白居易在《立部伎－刺雅乐之替也》中自注盛唐时“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

者退入立部伎，又选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则雅乐可知矣”，且有诗句“立部贱，坐部贵，坐部

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工师愚贱安足云，太常三卿尔何

人。”[7]与雅乐相反，俗乐则愈来愈受到朝廷的重视和百姓的喜爱，《旧唐书·穆宗》丁公著有言：“国家自

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8]

盛唐雅乐衰落和俗乐活跃，其最明显的体现有二：一是民间音乐特别是那些胡汉交汇地区的音乐

深受欢迎。宋代王谠天《唐语林》卷五“补遗”：“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

之类是焉”[9]；二是华夷音乐间的界限被彻底打破，胡乐风靡一时。在盛唐前期，朝廷对外夷之乐有着

极高的防范心理，除了九部伎和十部伎作为朝会燕乐象征性地存在以外，胡乐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乐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2卷第5760页。

[2][9]车吉心等：《中华野史·唐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页，第410页。

[3]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4]钱穆：《论语新解》，〔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53页。

[5]〔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17页。

[6]〔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卷第594-595页。

[7]〔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页。

[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卷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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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登到朝廷之上进行表演。但是到了盛唐后期，胡乐却广受时人青睐，不但胡乐舞和胡乐器在社会上

广为流行，而且胡乐还作为独立的音乐种类在朝廷之上进行表演，并与华乐展开了深度的合作。宋代

钱易《南部新书·己》：“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盖左旋右转之舞也”[1]，《新唐书·礼乐十二》：“开元二

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2]

盛唐音乐的繁荣，必然会带来歌辞需求的增多。但是由于当时音乐的繁荣主要限于上层社会及

京城附近，故此时文士与歌辞创作的关系较远，一般文士很难有机会参与歌辞创作。从现存史料来

看，盛唐歌辞的创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乐工自己创作。如李龟年的兄弟李鹤年就以擅长创作歌辞

而著名，宋代王谠《唐语林》卷五“补遗”：“李龟年、彭年、鹤年弟兄三人，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鹤年能

歌词，尤妙制《渭州》。彭年善舞。龟年善打羯鼓”[3]；如唐玄宗宴蕃客时，适逢乐人唐崇值日，他当场创

作了歌辞，宋代王谠《唐语林》卷一“ 政事上”：“勾当音声，先述国家盛德，次序朝廷欢娱，又赞扬四方

慕义，言甚明辨。”[4]二是乐人选文士的诗入乐。被选的诗作可能是当时文人创作的。如唐玄宗曾令李

白创作歌辞，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

稍能动，索笔一挥十诗章，文不加点”[5]；唐代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条所载与之相似，“（后入翰林）

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

后。’遂命召白。……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6]另外，李白还应命创

作过《清平调》三章，唐代李浚《松窗杂录》：“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

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

竹，遂促龟年以歌。”[7]所选诗作也有可能是前代文人创作的。如安史之乱爆发前唐玄宗听梨园弟子唱

歌，乐人唱的就是初唐李峤的诗。唐代孟棨《本事诗》“事感第二”条：“时上春秋已高，问是谁诗，或对

曰：李峤。”[8]后来唐玄宗从西蜀回到长安之后，他又独自唱歌，歌的是隋代卢思道的诗，唐代郑处诲《明

皇杂录·补遗》:“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9]

但是此时负责选诗入乐演唱的乐人，与当时擅作诗的士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疏远。就以多

次受命为宫廷创作歌辞的李白为例，他也很难与皇族权贵家乐人们有正面的接触。《开元天宝遗事》卷

下《天宝下·隔障歌》载宁王设宴时，众人知其有乐妓宠姐善歌，便想让她出来与大家见面，李白还特地

代表大家传达了此意，可结果却是“（宁）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李）白起

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10]。也许有人会将宠姐不与宾客见面归于男女有别，其实唐代社

会风气非常开放，它是另有原因。对此，我们可以从另一则史料中了解到。唐代薛用弱《集异记》“王

之涣”条有一则大家非常熟悉的“旗亭赌唱”[11]。它记载开元中王之涣等诗人在酒馆相聚，结果偶遇梨

园伶人，他们便以伶人选唱己诗之多少以及己诗由谁选唱来决定高下，最终是王之涣胜出。从史料来

看，诗人们对于自己的诗哪些会被乐人选唱并不知晓，而梨园伶人对于自己选唱诗篇的作者也并不认

识，“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

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

[1][3][4][10]车吉心等：《中华野史·唐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第410页，第410页，第525页。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卷第477页。

[5]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6][7][8]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46 页，第 1213
页，第 1244页 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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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诣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所以宠姐与李白等宾客不相见，是因

为此时乐人们还没有与一般文士交往传统。当时的文士若酷爱音乐并激情投入歌辞创作中，极有可

能会受到社会的排斥。《旧唐书·文苑中·王澣》载王澣，“登进士第，日以蒲酒为事。并州长史张嘉贞奇

其才，礼接甚厚。（王）澣感之，撰乐词以叙情，于席上自唱自舞……枥多名马，家有妓乐。……人多嫉

之。”[1]盛唐时与乐人有接触的诗人其实并不多，除了李白之外，还有王维和杜甫等几位诗人[2]。

三、元德秀歌辞的风格特点及其贡献

了解盛唐音乐发展的特点及此时文士与歌辞创作的关系之后，我们再来看元德秀的音乐活动特

别是歌辞创作，便可知晓人们着重反复记载它们的原因及其诗史贡献。

元德秀生活在盛唐。前文已言，此时音乐繁荣但仅在上层社会及京城附近，这种繁荣表现为雅乐

渐衰俗乐活跃，边地音乐和胡乐深受喜爱。在这种音乐文化背景下，元德秀却独独喜欢华夏民族最传

统的乐器之一——琴，并且还对历史上季札至鲁国观周乐一事极看重并撰文阐述之。季札是春秋时

期极重要的政治人物。作为王室公子以及吴国重臣，他不但礼让王位，而且在吴国王室政治夺权极动

荡的时候，他以能否尊重祖先和有利于百姓利益为行动准则处事；在出使中原诸侯国时，又以一系列

的外交言语和举措为吴国赢得了声誉，所以他对于吴国的社会稳定和影响力提升均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上层道德普遍下滑、王公贵族致力于争权贪利的时代，季札无疑是传统道德的楷范。在礼崩乐

坏的时代，鲁国是此时周王朝礼乐制度保存得最完备的诸侯国。季札在鲁国观周朝礼乐时，反复重申

了自己崇雅抑俗的立场（详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以季札是周朝礼乐制度忠实的拥护者。据

言孔子曾请教过他，两人一起被视为儒家礼乐文化的继承人和光大者。元德秀在雅乐衰落俗乐兴盛

的时代独独关注季札以及其观周乐之事，无疑是与时代风尚逆向而行，旨在表明自己对于季札立场的

认同。李华在《元鲁山墓碣铭并序》中赞誉此文“多能而深”[3]，可见他在评点周朝礼乐时，也能够如季

札那样基于对儒家礼乐文化的深切理解而对前代的音乐作品作出精当的评述。所以他酷爱华夏传统

乐器琴也好，关注历史上著名的崇雅抑俗事件也好，都表明了他对于儒家礼乐文化的坚守和捍卫，由

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进行《破阵乐》和《于蒍于》歌辞的撰写，它们是他对儒家礼乐思想的具

体践行，故李华在《三贤论》中评价道：“推是而论，则见元之道矣”[4]。

现在，我们再来看他的两次歌辞创作。一次是创作《破阵乐》歌辞。《破阵乐》是唐代宫廷第一大乐

曲，最初产生于民间，百姓用于颂扬李世民在建国征战中的丰功伟绩。李世民成功登基以后，它也进

入了宫廷。经过唐太宗和诸位朝臣及乐官们的改造，成为唐代宫廷第一雅乐，用于朝廷重要的仪式场

合表演。因为它的规模极大，在唐太宗时就已经有乐官将之压缩后表演。如张文收将之作为《宴乐》

中的一部，表演时舞人就只有两位[5]。到了高宗时，它更由五十二遍改成两遍，并更名为《七德》，成为

宫廷雅乐中的武舞。后来又因为唐高宗见之会睹物思人心生悲伤而被停止表演达三十年之久。到了

武则天以后，又因为朝廷毁唐太庙，它更不被重视和表演。长期的被停演或是被禁止，自然会影响到

它的关注度。到了唐玄宗时，一是人们距离初唐已经遥远，二是此时人对于雅乐已经不甚热心，所以

此乐虽然在太常寺中有，但是被表演的机会并不多。相反，此时与之同名或曲名相近的乐曲却在梨园

和教坊等俗乐机构活跃起来。《旧唐书·音乐一》：“又令宫女数百人自帷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

[1][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0卷第5039页，第29卷第1061页。

[2]参见柏红秀：《论杜甫对唐代乐人文学的大力开拓》，〔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5 年第 5 期；《论音乐文化与盛唐

王维的接受》，〔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3][4]〔清〕董诰等：《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卷第1932页，第317卷第1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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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上元乐》。虽太常积习，皆不如其妙也”[1]；《教坊记》载教坊乐曲中有《破阵子》等[2]。从李华《三贤

论》的记载来看，当时太常寺中的雅乐《破阵乐》并不是没有歌辞，而是“辞章不称”，“元奉亲孝而乐天

知命，以为王者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极致也，而辞章不称，是无乐也。于是作《破阵

乐》，词协商、周之颂；推是而论，则见元之道矣。”[3]其实，从季札观周乐时的评论以及孔子所删订的礼

乐歌辞集《诗经》等可以推测出元德秀所创作的歌辞内容。所谓的“不称”，应当是指此宫廷第一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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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丝竹之乐。另外李华在《元鲁山墓碣铭并序》中评价此歌辞是“寄情性”[1]；孟郊在《吊元鲁山十首》

中言“箫韶太平乐，鲁山不虚作。……谁能嗣教化，以此洗浮薄……供养耻佗力，言词岂纤瑕”[2]；《旧唐

书·文苑传下·元德秀》中亦有“间以文咏，率情而书，语无雕刻”[3]。由此可断，元德秀在这首歌辞中应

当也是真实地描写社会现状，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从刘克庄《后村诗话》针对杜牧批判元白

一事，有言“此论合是元鲁山、阳道州辈口语。牧风情不浅……未知夫元、白几何”[4]来看，这种情感当

是对百姓民生的关怀而非世俗所津津乐道的男女之艳情。当然，他在表情达意时并不注重遣词造句

以及表达技法等形式追求。明代胡翰曾有憾于它的失传而拟作过歌辞。通过这首拟作，我们多少可

以直观地感受到元德秀所作歌辞的风格特点，“于蒍于，道不容车！岂不容车，戒无虞。虎臣执辔无疾

徐，省方廵守周八区。皇不出守民不苏，皇出征皇躬弗宁。守以时，古有程，童何知？皇孔明，扇巍巍，

业兢（兢），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不亏不倾，四方观厥成。”[5]再由《于蒍于》的歌辞特点来推测元德秀《破

阵乐》的歌辞特点，它应当是详细地描写了唐太宗建国创业的不易和艰难，并由此表达了对唐太宗建

国创业的颂扬，当然所用的语言与抒情方式应当也与《于蒍于》一样，直抒胸臆，质朴自然。赵昌平先

生在《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一文中评《于蒍于》为“补拙之甚”，虽然因为论文研究宗旨的原因而略去

了具体的论证过程，但从上述相关史料来看，他的判断无疑是敏锐且准确的[6]。

总结之，坚守儒家礼乐思想的元德秀，不但重视雅乐而且还重视歌辞创作，将歌辞的重要性提升

至儒家礼乐文化的至高点，认为没有合适的歌辞就等于没有音乐的建制和礼乐精神的践行，李华《三

贤论》载其言曰“而辞章不称，是无乐也”[7]。基于此理念，他一方面注重宫廷雅乐歌辞的改造，一方面

又注重民间古老歌辞的创作。无论是宫廷雅乐歌辞还是民间歌辞，他均用自然质朴的语言直接地表

达内心的真挚情感。这种情感乃是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对国家君王的忠和对百姓的爱。

前文已证，盛唐时文人与歌辞创作关系极远，而此时极富社会影响力且有卓越文学才华的元德秀

主动参与歌辞创作，这无疑会带动更多的唐代文人投身其中，从而打破先前歌辞由乐工创作或选诗入

乐而文人只是被动参与的局面，大大扩充歌辞创作队伍。同时，他与当时浮薄轻艳的俗乐风尚逆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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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证，当时诗与乐、诗与歌关系仍然极密切，诗与歌之间的转换对于技艺精湛的乐工而言并

不是什么技术难事，所以元德秀的歌辞创作其实也就是诗篇创作。前文也言，元德秀在当时社会拥有

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很多文士名流与之结为师友或师生。所以，元德秀必然会对唐代文人的诗歌创作

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唐代著名的诗人元结和白居易就明显受他影响。元结是元德秀的从弟，也是元

德秀的仰慕者和追随者，《新唐书·元结》：“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1]。从元结的文学思想和诗歌

创作来看，基本上就是沿着元德秀的理念前行。比如他也强调“文章之道”，重雅轻俗，一心想改变当

时诗歌的淫靡之风。在《刘侍御月夜宴会》的序文中，他写道：“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

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诸公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今夕岂不能道达

情性，成一时之美乎？”[2]他也极重视音乐的治政功能。《系乐府十二首》序文有：“古人咏歌不尽其情声

者，化金石以尽之；其欢怨甚邪戏尽欢怨之声者，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故元子系之。”[3]对于歌辞创

作，他也积极投入，不但对古代的雅乐失传歌辞作补充，创作了《补乐歌十首并序》，而且还对前代歌辞

进行修定，创作了《闵荒诗》；同时还积极投身到民间古老乐曲的歌辞创作中，创作了《欸乃曲五首》

等。创作这些歌辞时，他十分渴望它们能够被朝廷乐府采纳，《系乐府十二首·农臣怨》：“谣颂若采之，

此言当可取”[4]，《舂陵行（并序）》中序有“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诗有“何人采国

风？吾欲献此辞”[5]。创作歌辞时，他最在意的也是其内容情感而非言词修饰与表达技法。针对当时

参与歌辞创作的文士较多，而内容且多不良习气，他还特地精选出自己和友人的作品编成《箧中集》，

希望借己之力以改造当时的歌辞风格。其《箧中集序》：“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

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

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

不惑，五十馀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似类者，有五六人。”[6]故其无疑是强

调歌辞的治政功能。陈兆奎《王志》附案称：“可诵可谣，其体极雅”[7]，《载酒园诗话又编》：“宜备蒙瞍之

诵，为人牧者，尤宜置之座右。”[8]

再如白居易，他对于这位盛唐前辈亦是十分地敬重，曾在《题座隅》中赞誉过元德秀，“元鲁山山居

阻水，食绝而终”之句，并在此句后自注曰“念彼益自愧，不敢忘斯须”[9]。当白居易将元德秀视为学习

对象时，他自然也是极尊崇儒家礼乐思想，认为礼乐的根本在于“人情”，它可正人伦以治政。《策林》六

十三“沿革礼乐”曰：“何者？夫礼乐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荩先王酌于人情，张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

人伦，宁家国，是得制礼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风俗，是得作乐之本情也。”[10]他也极关注音乐，且

重雅轻俗，极喜欢传统的琴竹之乐，对于日益活跃的俗乐心存忧思，希望朝廷能够对之加以整治。《策

林》六十二《议礼乐》：“国家承齐、梁、陈、隋之弊，遗风未弭，故礼稍失于杀，乐稍失于奢。伏惟陛下虑

其减销，则命司礼者大明唐礼；防其盈放，则诏典乐者少抑郑声。如此则礼备而不偏，乐和而不流矣。

继周之道，其在兹乎？”[11]就音乐而言，他并不认为乐器和乐曲是儒家礼乐思想的核心，反对僵化教条

地恢复古代礼乐思想。《策林》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曰：“故臣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3卷第4682页。

[2][3][4][5]元结著、聂文郁注解：《元结诗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5 页，第 122 页，第 139 页，第

205页。

[6]〔清〕董诰等：《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卷第2294页。

[7][8]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1、2001页，第2001、2000页。

[9][10][11]〔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页，第1363页，第1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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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1]既然乐器与乐曲并不是礼乐思想中的要素，那剩下的就只

有歌辞了。前文已言，在唐人那里歌与诗的边界并不清晰。与元德秀一样，白居易对于诗歌也强调要

基于现实生活来抒发真情实感。《策林》六十九《采诗，以补察时政》：“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

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2]，《与元九书》：“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

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3]他也强调情感内容反对形式

主义风气。《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词赋》：“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

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4]他热衷于歌辞创作，《残酌晚餐》：“舞看新翻曲，歌听自

作词。”[5]其歌辞被入乐演唱的不少，如唐代孟棨《本事诗》“事感”第二载白居易作的《杨柳枝》在唐宣宗

朝被宫中乐人选唱，唐宣宗对此歌辞多有关注；白居易死后，唐宣宗作诗悼念他时，特别强调了他的诗

作入乐的传播盛况，《吊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6]但是白居易最看重的还

是那些载道的歌诗，希望它们能够被朝廷所采为圣上所听。《与元九书》：“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

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7]《新乐府》序文：“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

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覈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

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8]事实上，这些载道之乐的歌诗的确受到

了当时君王和文人雅士们的高度称誉，对于改造当时社会的弊风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

和自己诗歌观点相同的张籍和元稹等人的诗作，他也是极力赞誉，并热情地与他们酬唱。与元德秀一

样，他也对唐代第一宫廷雅乐《破阵乐》的歌辞作了精心的创作，写出了唐太宗建国之不易和艰辛。何

良俊《四友斋丛说》评白居易的诗作有“正以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9]，这种评价显然与人们对元德秀

诗的评价几乎一致。

可见元德秀直接影响到了元结的诗歌创作，将元德秀视为人生楷模的白居易，其诗歌创作也是与

元德秀步调高度一致。元结曾深受杜甫的赞誉，已被学者们视为唐代乐府诗运动的先驱[10]，而白居易

又是公认的新乐府运动的核心成员，所以我们通过从上文的这一番梳理考察发现，将元德秀视为新乐

府运动的先驱是毫不为过的。

总结之，在盛唐极富影响力且文采卓越的元德秀，不但坚守儒家礼乐观念，而且还积极参与歌辞

创作。创作歌辞时，他着重通过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来直接表达对百姓的真切关怀，而不是注重语言

的修饰和表达的技巧，这不但带动了唐代文人参与歌辞创作，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歌辞创作的高雅范

式。基于唐代诗与乐、诗与歌的密切联系，他的歌辞创作活动自然也会影响到唐代文人的诗歌创作，

元结和白居易明显受其影响，而这两位已被视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所以我们在考察新

乐府运动时，完全可以将元德秀视为新乐府运动的先驱之一。这也许就是自唐代开始人们十分重视

元德秀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平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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